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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梁赞诺夫在他两年前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的报告上，详细地汇报了因其“重大的文献史价

值”而最新被发表的档案[1]。毋庸置疑，这个报告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述了一

些有趣、新鲜的东西；然而我或许是最后一个，想要否定这位如今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领

导人，在拯救两位伟人的遗著上做出过真正贡献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这里做一些纠正，既然

梁赞诺夫不需要正式地和我在这一或许并不需要太多科学的问题上展开争论。因为这位俄国研究者

所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这一在《神圣家族》和《反杜林论》之间缺失的连接点的所谓发现，对于

那些真正了解这些事实和具体情况的人来说，只会让他们回应以善意的一笑。

我们把梁赞诺夫给出的描述和真正的实情做一下比较吧！他首先批评了弗兰茨·梅林著名的三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他指出，梅林本来只想收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出版的著作，然而也将

马克思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也收录了进去，却没有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份“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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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因为他对这份手稿没有兴趣。梁赞诺夫还补充道，在他做过了之前说过的为获得手稿的努力

之后，梅林也做出了他的判断。梅林还曾向伯恩施坦求助，但是从他那里只得到了重要程度有限的

“莱比锡宗教会议”这一章，并在这一残篇的基础上做出了如下判断，认为这一手稿并非如想象的那么

重要。梁赞诺夫自己也承认，他在战前对这些手稿也并没有太大兴趣。他说他忙于研究马克思和恩

格斯最新时期的影响，并因此推断，带有“II.布鲁诺·鲍威尔 1845-46”标题的这部分手稿很显然构成

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后来他在我的《恩格斯传》的促使下，再次去调查全部著作的手稿的

踪迹。在他口中我作为“资产阶级的作家”，作为“刚刚加入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个事实性错误！

我自始至终都并非任何一个党派的成员！）——“在机理上没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哲学的和革

命的学说”，据他讲，我将“恩格斯最多理解成了一个良善的爱国主义德国人”，但是我的书还是“有一

些完全新颖的东西的”，因为我使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梁赞诺夫继续说道：他曾“好奇”地想要知道，我是如何接触到这部未出版的著作的。在注释中我

曾提到过，伯恩施坦给了我一些手稿供我使用，但是作为“资深报纸通讯员”的我隐藏了来源；因此人

们在我的书中只能徒劳地探寻我使用了哪些手稿以及“它们位于哪里”。莫斯科马恩研究所的这位领

导人还在报告中说，他受到我这本书的触动立即动身前往柏林，为了尝试一下是否能够得到这份手

稿，“最终能够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保存在哪里，以及它是否事实上完全消失了”。所以大家看到

了，他在伯恩施坦的家里找到了这份手稿！他向对他深信不疑的听众讲到，在伯恩施坦家他“在极大

的努力下成功地将全部‘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找到了”。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现”就是这样反映在梁赞诺夫的幻想中的。事实上为了“发现”“德意

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或许他根本没有必要踏上旅途。我们其实已经很乐意授权给他，如果他要进行

排版印刷的话——即便暂时还不能用德文原文：人们不需要发现一份从未丢失过的东西！

早在1888年所有人就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前言获知，还存在有这份旧的手稿。梁赞诺夫自

己也报告说，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梅林早在二十世纪头些年编辑《遗著集》时，就已经知道这份手

稿的存在了。然而梁赞诺夫却忘记清晰明了地告诉他的听众和读者，伯恩施坦在1903年在他当时编

辑出版的《社会主义文献》中，就已经编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大量段落，并且在“编辑说明”中

已经全面地介绍过这份手稿的情况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没有找到出版人，就将手稿“留给老鼠

的牙齿去批判”了。所以自1903年起就没有哪个知道这份材料的人——他们也完全清楚这本书的作

者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代的是谁——还会去怀疑，这份著作的原件在哪里。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

和恩格斯按照他们的理解与青年黑格尔学派从前的战友进行了论争。人们肯定自那时起就带着确

信，在那些按照马克思遗嘱交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保管的遗稿中寻找它了。当我十年之后打算研究

恩格斯青年时代的发展时，我就非常清楚在当时倍倍尔已经去世的情况下，我必须求助于伯恩施坦，

而且我也想要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这段合作经历对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我并不

那么惊讶地发现，在这位政治家和学者以及恩格斯托付管理遗著的人那里，我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

自己当时也准备在日后编辑、出版这份著作：为了这个我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目的，我就也有必要接

触这些手稿了。

梁赞诺夫先生在他的报告中对我本人和我的科学成果进行批判的语气，是与我个人喜好完全相

悖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尝试做出和他的语气相一致的答复。我也曾信任地托付德国和俄国的专业

人士圈子来判断，我对于恩格斯的理解是否真的如梁赞诺夫所宣称的那样站不住脚。相反我对他另

外的一点责难却决不能不做答复，其实也正是因为他这一责难的缘故而写下这些。梁赞诺夫竟然宣

称，我有意隐藏了我科学研究的出处，以至于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些手稿。因此我有必要为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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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这里列出在我《恩格斯传》里占据了一又二分之一个印张的“来源与证明”的两小段引文。他也许

自己就可以得出判断，我是否出自小气的原因而有意向读者隐瞒了我很早就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的事实。

在“恩格斯早期著作”一栏中我在403页写道：

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他编辑的《社会主义文献》1903 年和 1904 年的第 II 至第 IV 卷中，发

表了来自于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圣麦克斯”的绝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补录，他1918年发

表在由库尔特·艾斯纳主编的《文艺通讯》中。而这份迄今为止尚未经科学的方式构建起来

的卷帙浩繁的手稿的所有其他部分，只要是现有存在的，都是经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先生允

许，以便我使用来写作这本传记的，我要对他致以热忱的谢意。

而在第10章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1]的注释中，我在418页补充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后世的这份庞大的手稿，需要得到彻底的专题性研究。或许这一

研究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至少不是所有现存手稿都属于那份已经准备付印，四下寻找出版商

却无果而终的样本。许多手稿页上有很多原始草稿的痕迹，在这些手稿页上也可以找到很

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从未想要付诸印刷的表达，新的联系在没有过渡和页码的情况下


